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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结构洞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地理临近对企业知识搜索效果的影响机制模型。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组织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地理临近性和知识搜索效果之间的关系还受到结构洞的调节，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负向效应在结构洞较多的情况下更明显，而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正向效应则在结构洞较少情况下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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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y of local search and social network,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n firms’ knowledge search i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knowledge search.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structural holes. Specifically, when the extent of structural holes is higher, the rate of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search increas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s slower, whereas the rate of decline in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search is faster and pronounced then when the extent of structural holes is lower.

Key Word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knowledge search; structural holes

1 引言
组织外部知识搜索的影响机制问题是管理研究中的热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大量企业的地理临近会形成诸如规模经济、知识共享和文化、制度嵌入等一系列积极效果[1]。因而传统的观点认为企业集聚或者说地理临近性通常能提升企业对外部技术变化的敏感度，进而有助于企业迅速识别和锁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传统观点相反，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发现本地搜索所获得的知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过多的本地搜索倾向容易产生技术上的局限性[2]。由于后发企业对本地搜索的依赖性更高，地理临近性的这种缺陷对总体处于技术追赶中的中国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后发企业与其主要合作者都聚集在相同或相近的区域时，继续增加的临近性会导致企业陷入过度冗余性知识的包围，这会对知识搜索造成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地理临近性对组织知识搜索实际上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通常表现为显著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反而对企业知识搜索有不利影响。此外，结构洞理论视角的研究认为，在合作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的组织具有新颖性知识的优先接入优势。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地理临近性和网络结构之间存在交互影响[3]，因而不能将地理临近、结构洞和知识搜索之间关系做孤立的理解，还应当深入分析地理临近与结构洞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前述的这些复杂和相互冲突的结论表明有必要建立系统的理论模型，以回答地理临近性对企业知识搜索的影响机制问题。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拟对以下两个重要问题进行解释：首先，地理临近性与企业知识搜索之间是正向和还是负向的关系；其次，地理临近与知识搜索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结构洞这一网络结构因素的调节。在整合经济地理和结构洞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地理临近性对企业知识搜索效果的作用机制概念模型。也就是说，本研究认为地理临近与企业知识搜索效果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网络结构洞对地理临近和知识搜索效果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本研究所提出的概念模型为地理临近和知识搜索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较有解释力的框架，并为企业如何建立合适有效的知识搜索形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2 文献综述
2.1 知识搜索
知识搜索是组织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是知识整合和创造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4]。知识搜索能够为企业解决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各种问题[5]，企业进行知识搜索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产品设计、工艺技术及创新解决方案[6]。从知识搜索行为的角度看，知识搜索可以分为深度搜索和广度搜索[7]。从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效果来看，深度搜索和广度搜索都能够提升企业知识的新颖性，丰富企业的知识储备。但研究表明，深度搜索更有助于全新产品的开发和设计，而广度搜索则更有利于产品的改进型创新[8]。从知识搜索的影响因素来看，知识缄默性、文化距离、吸收能力、社会资本等都会对企业的知识搜索活动造成影响。比如，Burt的研究发现结构洞有利于企业接入外部的异质性知识源[9]；而Hansen的研究则发现弱联结有利于新颖的知识搜索[10]。
2.2 地理临近
地理临近是指企业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性，所谓的产业集群就是大量相关产业的地理集聚。在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地理距离一直作为重要的影响变量被引入经济模型中[11]。实际上，相关产业的地理集聚能给相关企业带来竞争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以基本生产要素的集聚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为以专业性人才的集聚为主要特征的知识溢出效应。诸多企业的地理临近会形成共同的劳动力市场，这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同时，地理临近有利于形成共同的技术语言，这也方便了企业间的技术交流[11]。比如，Jaffe通过对专利引用关系的研究发现[12]，专利发明人更倾向于引用来自于同一地区的专利。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过度的地理临近也存在某些知识发现上的缺陷，进而导致企业陷入次优的技术轨道[13]。
2.3 结构洞
结构洞是指焦点企业的两个非冗余性的直接联结，也即由缺乏直接联系的两个网络联结所形成的缺口[15]。对于自我中心型网络而言，较多的结构洞意味着焦点企业接入到异质性的信息源，这使得他们其更有机会接触新颖和有价值的信息。此外，结构洞还意味着焦点企业成为彼此不相联系的节点之间的中介渠道，这使得他们具有信息控制的优势。研究表明[9]，结构洞有利于异质性信息的获取并最终由于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过多的结构洞也会让网络变得松散，这不利于知识的流动和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换言之，过多的结构洞增加了企业面临机会主义侵袭的风险，进而造成转移和整合新信息的困难[14]。
3 研究假设
3.1 地理临近与知识搜索

地理临近能提高企业对知识源的识别能力，同时还能降低搜索的成本。首先，企业集聚能促进集群专有的架构知识的形成，而这种集群专有的架构知识能够提升企业对专门的元件知识的识别能力[15]。其次，实践社区内部丰富的跨组织人际关系网络能有效地帮助企业识别外部知识，而相关企业的地理临近正是形成专业技术人才实践社区的前提[16]。再次，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使得组织更方便地通过雇佣进行学习（learning by hiring），进而提升其对知识源的识别能力[17]。最后，临近的供应商、研究机构等知识源有利于降低知识搜索的成本，提升了企业对于产业技术变化的敏感性[18]。很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地理临近对知识搜索有促进作用。如Jaffe[12]、Gomes-Casseres[19]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专利发明人的专利引用关系具有明显的地理临近性，又如Keller[20]通过对OECD国家层面的研发投入、地理距离与生产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知识的扩散具有地理约束性的特点，即知识扩散的程度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出现衰减趋势。

但是，当地理临近性处于较高水平时，继续增加的临近性容易形成企业技术知识的区域锁定[21]，进而不利于企业的知识搜索。具体地，产生地理临近的知识搜索负效应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以下两点：首先，过度的地理临近性会增加企业形成负强化机制的风险。比如，陈佳贵的研究就发现由于地理临近的企业之间充满丰富的人际关系，集群中的特定的次优技术也会通过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适应性预期效应（Adaptive effect）等机制被系统性的采纳并形成负向强化，进而导致企业被锁定在技术无效率的状态[13]。其次，过度的地理临近性会增加企业产生过度嵌入的风险。比如，魏江和向永胜的研究发现[22]，基于相同区域文化会形成仅限于群体内部的而非跨区域的普遍信任，并使得交易表现出人格化的特点。这种人格化交易会阻碍交易关系的扩展和分工，形成封闭性的静态学习和负向的制度重构，导致企业被锁定在日益陈旧的技术轨道，进而丧失对新技术的敏感度。
假设1：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3.2 结构洞的调节效应

地理临近与企业间互动网络结构都会影响知识搜索的效果，不能对地理临近的作用做孤立的理解。有效的知识搜索意味着优质知识源的发现以及低成本的接入途径。地理临近性的知识搜索优势来源于企业集聚所形成的共同劳动力市场、实践社区和非正式联系等具有高性价比的信息接入渠道，而结构洞信息优势的本质在于其给焦点组织带来了多样性的信息源[9]。与结构洞较少的情形相比，合作网络中包含较多结构洞的企业会更多地利用结构洞这一优势来获取新颖和多样性的知识，这会降低地理临近性在知识搜索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地理临近性低于临界值时，地理临近性对结构洞较多企业的知识搜索的正向作用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趋于停滞。但在地理临近性高于临界值时，由于冗余知识的增加使得地理临近性对企业的知识搜索有负面影响。此时，较多的结构洞反而会使企业陷入更多的冗余性信息的包围。同时，尽管地理临近的合作企业之间容易在集群层面形成强大的文化力量和行为模式，但稀疏的网络结构会阻碍集群层面规范的落实，这导致企业的机会主义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进而压抑了知识发送方的知识分享意愿，并最终妨碍了企业的知识搜索。也就是说，当地理临近性高于临界值时，地理临近性对结构洞较多企业的知识搜索效果的负向效应随着地理临近性的增加而变的更明显。
假设2：结构洞对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即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正向效应在结构洞较少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而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负向效应则在结构洞较多时更明显。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样本
本文重点研究地理临近、结构洞与知识搜索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研究对象之间要求具有技术上的联系和合作。由于研发人员对企业外部技术合作情况比较熟悉，因而问卷主要面对企业的资深研发人员发放。为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通过直接走访企业、委托朋友和政府机构这三种方式发放问卷。调查过程中还强调了对问卷数据的保密性，以促使被调查对象如实填写问卷。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作为问卷发放对象，共发放问卷481份，回收307份。在回收的问卷中，对于只有个别数据缺失或明显笔误的样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回访完善；对于缺失值太多的问卷则予以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6份。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尽量采用多题项进行测量。同时，Harmon单因素检验结果也没有出现一个因素解释大部分变异的情况。
4.2 变量测度

地理临近。由于国内企业集聚具有明显的按政区划分布的特点，本研究使用相对地理距离法来测量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地理临近，即要求被调查者确认焦点企业与对其而言最重要的五个合作伙伴的相对地理距离。其中，企业之间相对地理距离划分为五个类别：1=跨国；2=同国；3=同省；4=同市县；5=同地点。本研究取焦点企业与这五个合作伙伴的评价距离作为地理临近性的值，地理临近值越大，表示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地理距离上越接近。
知识搜索。学者们通常使用已成功联结的知识源的知识新颖性程度来表征知识搜索效果[16]，其中新颖性是指相对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基而言的。借鉴前人的对知识搜索效果的相关界定，本研究以焦点企业作为新颖性的比较参考点，从合作伙伴的工艺创新关键知识新颖性、产品创新关键知识新颖性、创新理念的新颖性和创新关键概念、诀窍的新颖性这四方面来对知识搜索效果进行测度。
结构洞。在结构洞的测度方面，学者们主要采用约束指数的度量结构洞[9]，约束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合作网络中结构洞数量越少。约束指数的计算通常要求输入二元数据进行计算，因而本研究要求被试确认五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程度。其中，没有联系编码为0，偶尔联系和经常联系编码为1。为便于理解，本研究对计算所得的约束指数值取相反数。取相反数后的约束指数值越大，代表企业合作网络中的结构洞数量越多。
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研发强度和技术机会作为控制变量。通常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成立时间越长，越有利于知识搜索。同时，研发能力越强、技术机会越丰富，发现新知识的机会也越高，知识搜索效果也越好。具体地，企业规模以近两年平均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纳入计算；研发强度以近两年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数纳入计算；技术机会则采用Zahra[23]的技术机会量表进行测度。
4.3 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借助于SPSS16.0软件对知识搜索效果和技术机会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知识搜索效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等于0.835，KMO等于0.785；技术机会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等于0.855，KMO等于0.814，均满足Alpha系数大于0.5及KMO值大于0.7的要求。本研究所使用题项均基于前人的文献而设计，同时量表还经过学术界和企业界专家的多轮修正，这使得本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表1显示的是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矩阵。由表1可知，地理临近性、结构洞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因而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层次回归分析来了解前述变量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
表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均值
	1
	2
	3
	4
	5
	6
	7

	企业规模(ln)
	9.38
	2.05
	
	
	
	
	
	

	企业年龄
	14.92
	0.29**
	12.25
	
	
	
	
	

	技术机会
	3.72
	0.05
	-0.03
	0.82
	
	
	
	

	研发强度
	6.05
	-0.02
	-0.15*
	0.21*
	5.82
	
	
	

	地理临近
	2.72
	-0.06
	-0.37
	-0.16*
	-0.04
	0.73
	
	

	结构洞
	-0.44
	-0.19**
	-0.17*
	-0.03
	-0.08
	-0.10
	0.18
	

	知识搜索效果
	3.36
	-0.05
	-0.12
	-0.24**
	0.13*
	-0.18**
	0.31**
	0.82


注: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4.4 假设验证

本研究也采用层次线性回归分析法来对前述假设进行验证。曲线效应对应的成分以二次项的形式放入逐步放入回归，并主要通过二次项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曲线效应存在与否。表2显示了线性回归的结果，由相关数据可知所有的回归模型以及相应的复相关系数的增加值都在0.05及以上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所有的回归方程都是显著的和有效的。
表2知识搜索效果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常数项
	3.361***
	3.361***
	3.495***
	3.479***
	3.486***

	企业年龄
	-0.074
	-.076
	-.095
	-.06
	-.039

	企业规模
	-0.030
	-.036
	-.002
	.032
	.009

	研发强度
	0.057
	.066
	.047
	.072
	.072

	技术机会
	0.186***
	.165**
	.174***
	.178***
	.175***

	地理临近性
	
	-.129*
	-.107*
	-.082
	-.108*

	地理临近性2
	
	
	-.135**
	-.119**
	-.146***

	结构洞
	
	
	
	.238***
	.246***

	地理临近*结构洞
	
	
	
	
	-.168***

	地理临近2*结构洞
	
	
	
	
	-.020

	R2(调整后R2)
	0.08(0.06）
	0.1(0.08)
	0.14(0.11)
	0.22(0.19)
	0.25(0.22)

	F
	4.57
	4.89
	5.85
	8.51
	8.10

	△R2
	0.08***
	0.02*
	0.04**
	0.08***
	0.0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模型1包含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研发强度和技术机会四个控制变量，其中技术机会变量的回归系数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增加了地理临近性变量，结果显示地理临近性变量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效果有显著影响。模型3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二次项，结果显示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地理临近性变量的一阶回归系数仍为负数，这表明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假设1得到支持。
模型4加入结构洞变量，结果显示结构洞对知识搜索效果的主效应是显著的。此外，地理临近性的一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发生了变化，这初步表明地理临近性、结构洞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参照Aiken和West的建议[24]，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地理临近性与结构洞交互项以及二次项与结构洞的交互项以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二次项与结构洞的交互项并不显著，但地理临近性与结构洞的交互项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结构洞对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的直线关系有调节作用，但结构洞对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的曲线关系的调节并没有得到直接的验证，因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查。图1显示了结构洞值分别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候的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的曲线关系。观察图1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首先，对于结构洞较多组，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效果的影响以负向效应为主；而对于构洞较少组，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效果的影响呈倾斜度明显的倒U型关系。其次，当地理临近性较低时，结构洞较多组中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正向影响比较平缓；而当地理临近性较高时，结构洞较多组中知识搜索效果随着地理临近性的增加而更快速地下降。对照假设2可以发现，在地理临近性低于临界值时，与结构洞较少的情况相比，结构洞较多组中企业知识搜索效果随地理临近性增加的速度较慢；同时，当地理临近性高于临界值时，与结构洞较少的情况相比，结构洞较多组中的知识搜索效果随着地理临近性的增而更快速的下降，因而总体上假设2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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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结构洞的调节作用
5 结论和启示
地理临近和网络结构洞是影响企业知识搜索的两大重要因素。本研究整合了结构洞、地理临近以及知识搜索理论，提出并验证了地理临近对企业知识搜索的影响机制模型，并得出了以下两点创新性结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地理临近性与知识搜索效果之间呈倒U型关系。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当焦点企业与其主要合作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超过特定的临界值时，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影响就由原先的正向变成负向。企业的地理临近通常会带来专业性人才和技术的集聚以及相应的知识的本地化溢出，进而提升焦点企业的知识搜索效果。但是，过度的地理临近会形成技术知识的区域锁定，反而不利于企业的知识搜索。实际上，尽管很多研究显示地理临近有助于知识搜索，但部分的研究也指出地理临近对知识搜索有不利影响，如Gittelman对美国生物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中发现[25]，企业的地理临近会形成特定的认知社区，这导致地理临近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反而不利于高质量的科学发现，又如魏江对创新网络的研究表明组织技术创新需要进行本地网络和超本地网络的平衡[26]。本研究提出的地理临近与知识搜索之间倒U型关系是对已有观点的有效整合和拓展。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网络结构洞调节了地理临近与知识搜索之间的关系。对拥有较多结构洞的企业而言，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效果总体上呈现出负向效应，对于结构洞较少的企业而言，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关系。换言之，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正向效应在结构洞较少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而地理临近性对知识搜索的负向效应则在结构洞较多时更明显。已有的研究表明，相关企业的临近会形成丰富的共同的劳动力市场、实践社区等一系列的信息渠道，进而提升置身其内的组织的知识搜索效果[16] ，但过高的临近性又会形成技术知识的区域锁定，反而不利于企业的知识搜索；而结构洞则主要借助于分治策略（tertius iungens strategy）来维持结构洞地位并持续攫取结构洞的搜索优势[27]。地理临近、结构洞对知识搜索的不同作用方式使得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对这些冲突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与结构较多的情况相比，当结构洞较少且组织间地理临近性低于临界值时，增加的地理临近性方便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因而知识搜索效果会随着地理临近的增加而快速增加。反之，当结构洞较多且组织间地理临近性高于临界值时，此时，地理临近性的增加反而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冗余信息，因而知识搜索效果随着地理临近的增加而快速降低。
本研究对管理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地理临近性对企业的知识搜索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尽管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地理临近通常有助于组织知识搜索，但过度临近会造成技术的区域锁定，反而对知识搜索造成不利影响。因而，企业在享受地理临近性带来的知识搜索优势时应警惕过度的地理临近带来的潜在风险。其次，结构洞、地理临近性会共同对组织知识搜索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在思考地理临近对知识搜索的影响的同时还应结合考虑结构洞这一情境因素，并选择合适的分治或协调策略以综合提升组织的外部知识搜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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